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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7 年 9 月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四）》（下称《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对公司决议瑕疵之诉的原告资格、公司决议轻微瑕疵的裁

量驳回规则、公司决议不成立的适用情形以及瑕疵决议的外部效力等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使公

司决议瑕疵规则由无效、可撤销的“二分法”更迭为无效、不成立、可撤销的“三分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下称《民法典》）第 134 条第 2 款规定：“法人、非法人组织依照法律或者章

程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作出决议的，该决议行为成立。”该款规定首次明确了决议行为的法

律行为属性，为公司决议规则与法律行为制度的融合衔接奠定了实定法基础。 
                                                        

［作者简介］吴飞飞，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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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司法解释（四）》与《民法典》第 134 条第 2 款在进一步发展完善了公司决议规则的

同时，也给公司决议规则的法律适用带来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新命题。例如，在公司决议的法律

行为定性下，法律行为制度中的意思表示瑕疵规则究竟能否以及如何适用于公司决议；公司决议

不成立是否应当适用诉讼时效或者除斥期间；公司决议无效事由究竟包含哪些等。尽管因《公司

法司法解释（四）》的颁布与《民法典》第 134 条第 2 款有关决议行为定性的规定，使得近年来理

论界有关公司决议的研究迎来一个小高潮，期间不乏高质量成果，但整体而言相关研究还十分欠

缺，尤其缺乏对公司决议规则的系统性研究。 

2018 年全国人大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修订列入立法规划，2019

年全国人大法工委也已正式启动了《公司法》修订的立法工作。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于 2020

年举办了十余次“《公司法》修改巡回论坛”。此次《公司法》修订并非是小修小补，而是系统性

的全面修订，这意味着《公司法》迎来了全面提升其立法质量的历史契机。
〔1〕《公司法》尽管体

系庞杂，但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划分，无外乎资本与治理两个维度，而公司决议规则即是公司治

理规则的核心内容。因此，全面、系统地完善公司决议规则应当是本次《公司法》全面修订的重

中之重。尽管公司决议规则之完善触角繁多，又有丰富的域外规则可供借鉴，但是全面修订《公

司法》意味着各个具体规范之改造应当稳中求进，公司决议规则之立法改进不宜大破大立，更不

宜盲目照搬域外经验，比较稳妥的做法是从公司决议纠纷的本土司法裁判实践中吸收提炼成熟可

行的规则，以夯实立法工作的实践基础。因此，笔者选取了公司决议纠纷审理裁判中所反映出来

的几个主要争议问题予以研判，以期发挥抛砖引玉之功效。 

一、表决权瑕疵规则如何在公司决议规则中妥善安放 

表决权瑕疵，指股东、董事在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中，因误导、欺诈、胁迫、重大误

解等原因错误地行使表决权，或者因他人伪造其签名以及违反表决权排除规则等原因而致使表决

权被不当行使等情形。所谓表决权瑕疵，归根结底其实就是公司决议中作为决议成员的股东或者

董事个人的意思表示瑕疵。《公司法》第 22 条及《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 5 条分别规定了决议

无效、可撤销、不成立三种效力瑕疵情形。但该三种效力瑕疵状态均针对决议之整体，对于股东、

董事的表决权瑕疵未有涉及。《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征求意见稿》第 5 条曾就表决权瑕疵公司决

议在未形成有效决议项下规定了两种选择性方案，即“决议上的部分签名系伪造，且被伪造签名

的股东或者董事不予认可；决议上的部分签名系伪造，且被伪造签名的股东或者董事不予认可，

在去除伪造签名后通过比例不符合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时系未形成有效决议。但不知何

故，最终通过的版本并未选择其中任一种方案，给表决权瑕疵决议效力认定问题留下了悬念。 

表决权瑕疵对公司决议效力的影响问题，根本上说其实就是法律行为制度中的意思表示瑕疵

                                                        
〔1〕 王毓莹：《公司法规范变革的六大重要视角》，载《中国法律评论》2020 年第 3 期，第 131 − 1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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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能否以及如何适用于公司决议的问题。在过去很长的时期内，公司法学界一直认为法律行为

理论中的意思表示瑕疵规则不能适用于公司决议。
〔2〕因为意思表示瑕疵规则的经典模型是“意思

表示瑕疵——法律行为可撤销”。而公司决议并不是意思表示一致的产物，而是人头或者资本多数

决，如果因为某个成员的意思表示瑕疵而撤销整个法律行为，这与团体法规则的公共性不符，因

此，公司决议长期疏离于法律行为制度。但是这种疏离本身又缺乏足够的底气，公司决议立法时

仅仅规定了内容瑕疵与程序瑕疵两种瑕疵类型，对于表决权瑕疵未作规定，这可能是为了避免与

民法上成熟的法律行为制度产生冲突抵牾而作的谨慎选择。 

在民法上，由于长期以来个人法独占鳌头，团体法一直不发达，法律行为理论也好，意思表示

瑕疵规则也罢，其实都是以个人法行为为蓝本提炼抽象出来的，所以这套规则在适用于团体法时将

不可避免地产生排异反应。尽管法律行为理论是德国潘德克顿法学体系之精华，是民法理论之高地，

但是它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正是这些问题导致它在适用于公司决议时遭遇困境。具体而言，在民

法理论上，意思表示与法律行为的关系长期以来混沌不清，很大一部分观点认为法律行为就是意思

表示。例如，《德国民法典立法理由书》的解释是，“就常规言，意思表示与法律行为为同义之表达

方式”。
〔3〕德国民法学家弗卢梅认为：“使意思表示独立于法律行为的意义仅仅在于，当法律行为中

所出现的问题涉及意思表示时，将其转化为意思表示的问题更加便于掌握。”
〔4〕德国法学家温德夏伊

德在其《学说汇纂法学教科书》中直言：“法律行为就是意思表示。”
〔5〕朱庆育教授则更为激烈地提

出：“它们的功能均在于根据行为人意志发生相应法律效果，二者性质不必两论，属于同义概念……

之所以不建议废弃具有叠床架屋之嫌且已被管制色调严重污染的‘法律行为’概念，纯粹是基于对

习惯用语的尊重。”
〔6〕受这一观念传统影响，法律行为体系在很多地方并未认真区分法律行为与意思

表示，尤其是在可撤销行为问题上，这一混淆现象明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已废止，

下称《民法总则》）的规定，法律行为存在欺诈、胁迫、重大误解时，表意人可以撤销法律行为。然

而，以合同为例，某一方当事人因重大误解而导致意思表示瑕疵，却可以撤销整个法律行为，这就

导致对方的意思表示也被撤销，这种逻辑与民法的意思自治精神严重背离。正是由于法律行为理论

的这个逻辑性缺陷，导致它长期以来难以与公司决议规则有效地对接适用。 

然而，民法上正本清源的可撤销行为撤销权之客体其实是意思表示而非法律行为，即在法律

行为中当事人能且仅能撤销其单方的意思表示。只不过由于法律行为理论的适用领域长期局限于

个人法领域，无论是单方行为还是合同行为，任何一方当事人撤销其单方意思表示均导致整个法

律行为归于无效（严格意义上说不成立），因此便逐渐形成“意思表示瑕疵—法律行为可撤销”的

                                                        
〔2〕［韩］李哲松：《韩国公司法》，吴日焕译，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68 页。 

〔3〕［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90 页。 

〔4〕［德］维尔纳·弗卢梅：《法律行为论》，迟颖译，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2 页。 

〔5〕［德］维尔纳·弗卢梅：《法律行为论》，迟颖译，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2 页。 

〔6〕 朱庆育：《意思表示与法律行为》，载《比较法研究》2004 年第 1 期，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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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逻辑”。
〔7〕进而言之，明晰了意思表示瑕疵则意思表示可撤销而非法律行为可撤销的逻辑结

构以后，即可发现意思表示瑕疵规则适用于公司决议效力之判别并无障碍，法律行为制度与公司

决议规则可融会贯通。
〔8〕具体而言，单方行为可因瑕疵意思表示被撤销而直接归于不成立；合同

行为、多方行为可因意思表示被撤销而无法形成合意间接导致其不成立；当公司决议存在意思表

示瑕疵时，应适用“意思表示扣减”法则，如扣减掉有瑕疵的意思表示所占表决权数后公司决议

无法满足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最低通过比例，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 5 条之规定

属决议不成立，反之则公司决议成立有效。 

以伪造股东签名决议为例，当前司法实践的做法呈现出个人法进路与团体法进路两分的态势，

采个人法进路者多以股东意思表示不真实、决议侵权为由对其作无效认定；采团体法进路者则以

决议存在程序瑕疵为由将其归于可撤销决议之列。
〔9〕在法律行为制度上，除真意保留、虚伪通谋

的法律行为外，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法律行为并非直接无效，如欠缺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法律行为、

受欺诈实施的法律行为等皆是如此。依照侵权法的逻辑，侵权应当是导致损害赔偿责任的产生而

非直接导致法律行为无效。因此，前述判决伪造股东签名决议的个人法进路难以自圆其说。伪造

股东签名决议通常与未履行决议通知程序竞合，因此将伪造股东签名决议瑕疵归类为程序瑕疵，

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该种瑕疵定位容易导致公司决议瑕疵体系失衡，如有限责任公司某股东

持股比例为 60%，在股东会决议中若该股东投反对票则决议不成立；若其他股东伪造该股东签名，

根据前述观点股东会决议属可撤销决议。如此一来，就出现一种伪造签名比不伪造签名的瑕疵后

果更轻的吊诡局面，导致公司决议瑕疵体系失衡。因此，将伪造股东签名决议瑕疵定位为程序瑕

疵亦不科学。笔者认为，伪造股东签名决议瑕疵属于表决权瑕疵，即股东意思表示瑕疵，只须扣

除该被伪造签名股东的表决权比例，并考察股东会决议是否仍旧满足其最低通过比例要求即可。 

综上所述，作为法律行为的公司决议，其瑕疵类型可分为表决权瑕疵、程序瑕疵与内容瑕疵

三类，其中表决权瑕疵是连接法律行为制度与公司决议规则的桥梁纽带，公司决议成立规则则是

公司决议规则连接法律行为制度的端口。 

二、公司决议不成立的时效期间如何设置 

在《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实施前，公司决议规则没有规定决议不成立这一法效果情形。现在

由《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 5 条所规定的 5 种决议不成立情形，在既往的司法裁判实践中，要么被

以内容违法为由而认定决议无效，要么被以程序违法为由认定决议可撤销，即散布在无效和可撤销决

议之中。但是，这种立法思路隐含的一种观念是，在公司法上，内容重于程序。公司决议内容违法，

                                                        
〔7〕 李宇：《基础回填：民法总则中的意思表示与法律行为一般规则》，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 年第 3 期，第 22 页。 

〔8〕 吴飞飞：《伪造股东签名决议效力之判别——兼论意思表示瑕疵规则与公司决议瑕疵规则的适用对接》，载《南大法学》2020

年第 3 期，第 1 − 14 页。 

〔9〕 王延川：《伪造股东签名的股东会决议效力分析》，载《当代法学》2019 年第 3 期，第 96 − 1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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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决议自始无效；公司决议程序违法，当事人只能在决议作出之日起 60 日内向法院请求撤销。这就导

致公司决议瑕疵之间呈现出一种断崖式的效力悬殊结构。而随着公司法规则的日渐完善，尤其是公司

组织法特性的不断凸显，程序在公司治理中的重要性应该被凸显出来，而不能继续重内容轻程序。基

于这种考虑，公司决议瑕疵规则由“二分法”变为了“三分法”。把一部分重要程序从一般性程序中提

炼出来，作为公司决议的成立要件。那么，决议不成立的法效果重于决议可撤销的部分其实主要体现

在时效期间上，甚至无效、不成立、可撤销三种效力状态的区别也基本体现在时效期间上。但是《公

司法司⹑뜩˴킺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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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可以通过扩充或者限缩无效事由的方法予以解决，而不必通过公司决议不成立规则间接为之。 

由上可知，在我国公司法上，公司决议不成立规则并非是作为扩充公司决议无效事由的替代

性方案存在。相反，公司决议不成立情形其实是为了解决公司决议可撤销规则对当事人救济力度不

够、决议程序规则效力位阶过低的问题。因此，公司决议不成立规则应当以决议可撤销规则为其参

照系，或者说公司决议不成立在法效果上应当更接近于可撤销决议而非无效决议。但是，《公司法司

法解释（四）》针对公司决议不成立，既未规定诉讼时效，也未规定除斥期间，这意味着当事人可以

随时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决议不成立。如此一来，公司决议不成立的法效果实际上与无效决议几乎

别无二致，换言之，公司决议不成立在实际效果上几乎等同于扩大了无效决议的事由范围，这对于

公司治理决策的稳定性、效率性而言，显然是一种伤害。因此，此次《公司法》全面修订，应当为

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规定一定的时效期间。那么，到底是规定诉讼时效还是除斥期间呢？从目前司

法裁判实践情况来看，法院认定公司决议不成立时，适用诉讼时效的有之，适用除斥期间的有之，

不适用任何时效期间的亦有之。
〔13〕从理论上讲，确认公司决议不成立，对应的当事人实体权利为形

成权，而诉讼时效对应的实体权利为请求权，因此确认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不应适用诉讼时效。除

斥期间适用于形成权，理论上确认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可设置一定的除斥期间。 

确认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的除斥期间究竟多久更为科学？这个问题要从前一个问题即股东或

董事瑕疵意思表示的撤销期间中找寻答案。笔者在前文提出，对于表决权瑕疵的公司决议，股东

或者董事可撤销其同意决议的意思表示，有瑕疵的意思表示被撤销后，法院再依据公司决议成立

规则判断案涉公司决议是否成立。进而言之，表决权瑕疵规则与公司决议不成立规则是前挂后连

的关系，股东或董事撤销其瑕疵表决权数的除斥期间应当与确认决议不成立之诉的除斥期间具有

一致性。《民法典》第 152 条针对可撤销行为规定了 1 年的主观除斥期间和 5 年的客观除斥期间。

鉴于公司治理的商事属性以及公司决议对公司后续治理决策稳定性的影响，表决权瑕疵的除斥期

间应短于《民法典》第 152 条规定的主客观除斥期间，长于《公司法》第 22 条针对可撤销决议所

规定的 60 日的客观除斥期间，综合权衡后，笔者认为对瑕疵表决权撤销、确认公司决议不成立之

诉设置 6 个月的主观除斥期间、1 年的客观除斥期间较为科学。
〔14〕 

三、公司决议是否应有特别生效规则 

公司决议何时生效看似并无争议，遵循公司决议的法律行为性质，股东（大）会、董事会决

议理论上作出即生效，无须附加其他生效规则，实践中的做法也是如此。在公司法理论界，尽管

很大一部分学者并不承认决议行为的法律行为属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公司法上的公司决议规则

很多方面潜移默化地受法律行为制度影响，甚至可以说脱胎于法律行为制度。法律行为生效规则

                                                        
〔13〕 单单：《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的除斥期间》，载《人民司法》2020 年第 22 期，第 52 − 56 页。 

〔14〕 吴飞飞：《伪造股东签名决议效力之判别——兼论意思表示瑕疵规则与公司决议瑕疵规则的适用对接》，载《南大法学》2020

年第 3 期，第 1 −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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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如此，在法律行为理论中，除了附生效条件的法律行为以外，其他法律行为原则上成立即生

效，至于是否会被撤销或最终认定为无效，则是受阻却生效要件影响，但阻却生效要件的适用普

遍是事后性的。之所以法律行为的生效规则如此规定，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第一，成立即生

效，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法律行为订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保障相对方的信赖利益，促进交易之

便捷。第二，法律行为是私法自治的工具，其精神内核为意思自治，对法律行为设置一般性生效

程序，与意思自治原则相冲突。第三，传统的法律行为理论发端于个人法领域，个人法领域主要

是单方行为、合同行为，法律行为实施中所有当事人理论上均在场，具有亲历性，既然当事人均

在场、亲历，也就无须再多余地设置一道生效程序。以上三点理由，前两点对于公司决议均同样

成立，但是第三点无法用以解释公司决议。公司决议是人头多数决或者资本多数决，无论哪一种

决议方式，理论上都可能存在当事人不在场、不亲历的情况，尤其是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股东人

数众多，大量散户股东基于理性冷漠原因根本不会参加股东大会。如果公司决议作出便生效，意

味着决议可以在部分成员不在场、不知详情的情况下生效，会导致“抽屉决议”现象出现，这与

公司治理民主理念相背离，也不利于保障中心股东知情权、监督权。 

因此，笔者认为包括公司决议在内的决议行为，应当设置一个特定的生效程序，以确保全体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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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行为是私法自治的工具，原则上法律行为成立即“推定有效”
〔16〕，国家对于法律行为效力的管制，

是以效力阻却要件的形式呈现出来，即事后由当事人举证证明法律行为存在无效事由，否则法律行为

就应当有效。公司决议属于法律行为，决议成立即生效，是法律尊重公司自治的体现。其二，如果明

确承认公司决议有效确认之诉，会导致这么一种现象发生，即商事交易中对方当事人出于交易安全考

虑可能会要求公司方面提供法院确认交易所涉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有效的判决书，方才与之进

行交易，这就使得法院成为商事交易的担保或者背书机关，这与法院的功能定位之间有很大偏差。其

三，公司治理决策具有很强的效率导向，由法院确认公司决议有效，无疑会影响商主体的治理决议效

率。因此，《公司法司法解释（四）》最终删除了有关确认决议有效之诉的规定，是明智之举。 

然而，从近年来决议效力纠纷案件的审判实践来看，普通公司决议一般不存在请求法院确认决

议有效的需求，比较富于争议的问题是有限责任公司除名决议，公司可否向法院请求确认决议有效，

实践中各法院的做法不一。笔者认为，针对股东除名决议这一特殊决议类型，借助本次修法契机可

明确法院应当受理确认该类决议有效之诉，甚至可以将司法确认作为除名决议的特殊生效要件。具

体理由如下：其一，有限责任公司以股东会决议形式开除股东，系维系公司人合性的最后之必要手段，

开除股东的决议能否被顺利实施对公司整体利益关系甚大。
〔17〕因此，公司对股东除名决议拥有“诉的

利益”，民诉法理论界称之为“确认利益”。
〔18〕此前已有法院据此受理股东除名决议有效确认之诉。

〔19〕

其二，有利于保护异议股东权益、减少股东压制现象。尽管股东除名决议理论上有助于维系有限责

任公司人合性，但往往也容易沦为大股东排挤异议股东、实施股东压制的手段。甚至在有些公司中，

股东除名决议成为股东彼此间“扯皮掐架”的工具，“闹掰了”的股东分别各自召集股东会，决议开

除对方，公司除名制度“儿戏化”。明确法院应当受理确认此类决议有效之诉，尤其是若此次《公司

法》修订将司法确认作为股东除名决议的生效要件，则可有效打击股东压制乱象、提升股东除名决

议的严肃性。其三，可以尽快结束公司治理的不稳定或僵局状态。一般情况下，在股东会作出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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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决议无效事由如何进一步限缩 

《公司法》第 22 条第 1 款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

政法规的无效”，即“公司决议内容违法无效”，该规定与法律行为无效理论一脉相承。然而，该

条规定极为模糊，给法律适用带来一定困扰，以致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对无效决议的认定带有排

除法痕迹，即若某项违法决议难以纳入可撤销、不成立决议之列，不对其效力作否定性评价又如

鲠在喉时，就将其认定为无效决议。《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征求意见稿》曾试图借鉴大陆法系国

家公司法对决议无效事由明确列举规定的方式改变这一问题，于第 6 条明确规定了三种决议无效

情形：“（一）股东滥用股东权利通过决议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二）决议过度分配利润、

进行重大不当关联交易等导致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受到损害；（三）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

制性规定的其他情形。”然而，因争议过大，《公司法司法解释（四）》最终放弃了该条。 

当前司法裁判实践中，法院认定公司决议无效的理由林林总总，其中可总结归纳出比较主流

的三种理由：其一，意思表示不真实则公司决议无效。这主要发生于伪造股东签名决议效力认定

纠纷中。《民法典》第 143 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

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

俗。”既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已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相应规定与之

并无二致。因此，部分法院据此认定被伪造签名的股东意思表示不真实，案涉公司决议无效。例

如，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郁新建与菏泽华鸿置业有限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二审判

决认为：“由于 9 份股东会决议上郁新建的签名均非其本人所签，故可以确认该 9 份股东会决议内

容均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该 9 份决议无效，并无不当。”
〔20〕其二，以公司决

议侵权为由认定其无效，主要体现为以股东会决议侵犯股东表决权、股权自由转让权、优先认购

权等权利为由认定决议无效。例如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林学旺、张凤英等第三人撤销

之诉案”中，法院认为：“股东会决议侵犯了当事人根据自己的意思对表决事项发表意见的权利和

作为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属于违反法律规定的侵权行为，故对确认两次股东会决议无效的诉请，

依法予以支持。”
〔21〕其三，直接以公司决议内容违法为由认定无效。至于具体因违反何种法律、

行政法规而无效，则五花八门，如在有的案件中法院将公司决议不当侵犯、限制股东权的情形直

接认定为决议违法无效
〔22〕；有的案件中法院以公司决议违反公司资本制度为由认定决议违法无效；

在《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实施前，对于存在重大程序性瑕疵的决议，部分法院亦认定决议违法无

效。客观地说，在公司决议可撤销、不成立两种瑕疵情形已经对公司决议无效形成有益补充的情况

下，当前法院认定公司决议无效的事由无疑过于宽泛了一些，不利于维护公司治理决策的稳定性。 

                                                        
〔20〕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鲁民终 780 号。 

〔21〕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陕 01 民撤 1 号。 

〔22〕 四川普瑞高新技术产业公司与四川普瑞药业有限公司侵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0）经终字第 12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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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笔者在上文所述，在法律行为理论中，以意思表示不真实而导致法律行为无效的情形仅有

“真意保留”“通谋虚伪”等少数几种极端情形，通常情况下意思表示不真实并不直接导致法律行

为无效。何况在公司决议这种团体意思决策中，更是奉行多数决定原则，更是不能仅以某个或者

某部分成员的意思表示不真实直接认定公司决议无效。以侵权为由直接认定公司决议无效也难以

成立，具体而言：其一，在公司治理中，天然地存在着团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多数派利益与少数

派利益的冲突问题，公司作为团体组织为维系整体利益有时不可避免地会限制甚至剥夺部分成员

的个体利益，典型如为维系公司人合性而对公司内部的异己分子实施决议除名。这意味着，相关

决议在公司看来实乃维护团体利益的必要之举，于权益受限股东而言则可能意味着决议侵权，若

法院动辄以公司决议侵权为由对其作无效认定，不仅会涉嫌不当干预公司团体自治，可能还会助

长股东的个人主义、机会主义动机。其二，从理论上看，民法学界曾就侵犯基本权利能否作为法

律行为的阻却生效要件进行过持续的讨论，形成的基本共识是法律行为侵犯基本权利不宜直接导

致行为无效。因为一旦把侵犯基本权利作为法律行为的阻却生效要件，会加重权利冲突问题，也

不利于贯彻私法自治精神。
〔23〕进而言之，基本权利唯有经由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公序

良俗原则所吸收才能阻却法律行为效力。举重以明轻，连侵犯基本权利都不会直接导致法律行为

无效，侵犯作为基本权利的下位阶权利的股东权更不宜直接导致公司决议无效。 

至于“公司决议内容违法无效”这一规定，仍有进一步限缩的空间。有学者主张将《公司法》

第 22 条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限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24〕然而，效力性规范与管理性规

范相区分的标准本身不甚统一、明确，沿用该限定逻辑于公司决议无效的认定虽有助益但仍有其局

限。笔者认为，可将第 22 条所指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无效的决议限定为以下几种类型：（1）滥用

股东权利严重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决议，直接规范依据为《公司法》第 20 条。叶林教授主张将

“违反公司本质”作为决议的无效事由，该观点与笔者前述主张在实质内容上殊途同归。
〔25〕（2）损害

债权人及其他第三人利益的决议。《民法典》第 154 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

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该条虽主要是针对合同行为，但理论上可类推适用于公司以决议形式

损害债权人以及其他第三人利益的情形。（3）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及违反公序良俗的决议。
〔26〕 

有观点主张将决议违反民主参与规则、存在重大程序性瑕疵也纳入公司决议无效事由。笔者

并不赞同，理由如下：其一，《公司法》虽有部分公法属性，但根本上还是私法，私法范畴的民主

与程序正义并非是根本性的，如双层股权结构就不是公司民主的体现；又如《公司法》第 37 条第

2 款规定“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这代表着在有限责任公司

                                                        
〔23〕 章程：《从基本权利理论看法律行为之阻却生效要件——一个跨法域释义学的尝试》，载《法学研究》2019 年第 2 期，第 23 − 41 页。 

〔24〕 王雷：《公司决议行为瑕疵制度的解释与完善——兼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征求意见稿）第 4—9 条规定》，载《清华法学》

2016 年第 5 期，第 180 页。 

〔25〕 叶林：《股东会决议无效的公司法解释》，载《法学研究》2020 年第 3 期，第 78 − 79 页。 

〔26〕 其他观点参见丁勇：《公司决议瑕疵诉讼制度若干问题反思及立法完善》，载黄红元、徐明主编：《证券法苑》总第 11 卷，法

律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62 − 2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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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会决议问题上全体股东意思自治先于程序正义。
〔27〕其二，一般情况下，严重违反民主参与规

则、存在重大程序性瑕疵的公司决议通常与滥用股东权利情形相竞合，可以滥用股东权利严重损

害公司、其他股东利益为由认定决议无效。其三，若公司决议单纯违反民主参与规则、存在重大

程序性瑕疵，可由决议可撤销规则、不成立规则予以规制。 

五、代结语：公司瑕疵决议外部效力规则入法时机是否成熟 

公司瑕疵决议的外部效力，系指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被认定无效、不成立或者被

撤销后，公司依该瑕疵决议与外部第三人所发生的法律行为效力是否受影响以及受何种之影响。

以往，无论是民法学界还是公司法学界，对该问题均未给予应有的关注。转折点是，2019 年 11

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下称《九民纪要》），《九民纪要》

第 2 章第 6 节用了整整 6 个条文的篇幅对公司越权担保合同效力认定问题作了细致的规定，首次

明确了债权人对公司方相关决议文件的形式审查义务。
〔28〕公司法学界对公司越权担保合同效力认

定问题多年来的持续性呼吁终获回应。理论界乘胜追击，进一步深挖公司越权担保合同效力认定

问题背后所折射的另一深层命题，即公司瑕疵决议的外部效力问题。关于该问题，《民法典》第

85 条规定，“（公司决议被撤销后）营利法人依据该决议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

响”；《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 6 条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被人民法院判决

确认无效或者撤销的，公司依据该决议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响”。两条规定共

同反映了实定法在该问题上的法政策倾向，即“善恶二分制”。
〔29〕然而，目前的“善恶二分制”

对于公司瑕疵决议外部效力问题解决而言，只能说是“半拉子工程”。具体而言：第一，公司决议

不成立对公司与外部第三人所实施的法律行为效力有何影响，《民法典》第 85 条及《公司法司法

解释（四）》第 6 条均未提及，存在法律漏洞。第二，外部第三人善意时法律行为有效，但是恶意

及重大过失时，法律行为效力到底是无效还是不生效？两处规定均未有只言片语。第三，究竟以

何种标准判定外部第三人之善意，商事行为与民事行为的善意认定标准有何区分，亦未有任何指

引。有鉴于此，有学者尝试摒弃“善恶二分制”的解释逻辑，致力于从公司法视角出发，构建出

公司瑕疵决议外部效力规则，如李建伟、徐银波二位教授为此进行了颇有价值的学术探索。
〔30〕但

整体而言，公司瑕疵决议外部效力规则的研究目前尚处于学术探索阶段，相关学术共识积累并不

充足。笔者认为，本次《公司法》全面修订触及该命题的主客观条件均尚不成熟，尽管在公司瑕

疵决议外部效力问题上，“善恶二分制”有不敷使用之危，但“善恶二分制”的效力认定逻辑因循

                                                        
〔27〕 吴飞飞：《决议行为归属与团体法“私法评价体系”构建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16 年第 6 期，第 9 − 18 页。 
〔28〕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78 − 201 页。 
〔29〕 李建伟：《公司决议的外部效力研究——〈民法典〉第 85 条法教义学分析》，载《法学评论》2020 年第 4 期，第 23 页。 

〔30〕 李建伟：《公司决议的外部效力研究——〈民法典〉第 85 条法教义学分析》，载《法学评论》2020 年第 4 期，第 23 − 36 页；

徐银波：《法人依瑕疵决议所为行为之效力》，载《法学研究》2020 年第 2 期，第 149 − 1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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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矣，有着广泛的认识论基础，不宜轻易撼动。至于商事交易中第三人善意认定的特殊性问题，

还有赖裁判者的重视、裁判经验的积累和裁判规则的提炼。 
 

Discussion on Key Legislative Issues of Company Resolution Rul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mpany Law Revision 

WU Feifei 
 

Abstract: The legal act quality of the Civil Code for the company resolution and the Corporate 

Law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IV) provides a basic system framework for the legislative evolution of 

the company’s resolution rul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mprehensive revision of the 

Company Law, the reform of corporate resolution rules should not make a big breakthrough, let 

alone blindly copy the experience of foreign systems. Instead, it should focus on absorbing and 

refining mature and feasible rules from the local judicial practice of corporate resolution dispute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efect rule of the expression of will in the legal act system into the 

corporate resolution rule, and connects it with the rule of non-establishment of corporate resolution, 

so as to form a factual system of reasons for defects of corporate resolution in which defects of 

voting rights, contents and procedures coexis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gradient structure among 

invalid, invalid and revocable rules, we set 6 months’ subjective exclusion period and 1 year’s 

objective exclusion period for the action of confirming the invalidity of the company’s resolution. In 

order to avoid “drawer resolution”, the resolution of shareholders (general) meeting and the 

resolution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shall take notice or announcement 

as the effective requirement. The reason for the invalidity of the company’s resolution shall be 

limited to the abuse of shareholders’ rights and serious damage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company and 

other shareholders; Damage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obligee and any other third party; Harm to national 

interests, public interests and violation of public order and good customs. In addition, the theoretical 

supply and practical preparation for constructing the external effectiveness rules of corporate defect 

resolution are not sufficient, and the “dichotomy of good and evil” still needs to be followed. 

Keywords: Company Resolution; Resolution Behavior; Invalid Resolution; Non-established 

Resolution; Resolution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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